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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
以中亚地区为例

施　越

摘要：俄罗斯帝国的边疆形成过程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段，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波罗的海沿

岸、尼曼河—维斯瓦河—第聂伯河流域、黑海—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在不同阶段逐渐成为其边疆。大致以

19世纪30年代为界，其边疆治理在此前主要因循王朝传统，即以对沙皇的效忠为纽带，形成不同地域、阶层、

宗教、语言和习俗人群的联合。19 世纪 30 年代之后，王朝传统所依托的政治经济基础受到工业革命和地缘

政治博弈的强烈冲击。以 19 世纪中后期成为边疆的中亚地区为例，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既面临全球市场

扩张带来的新挑战，也获得了技术进步带来的新治理手段。传统的帝国史研究范式强调“从帝国到国族”的

单向线性历史进程。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一定程度上可作为反思这一范式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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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以降，冷战的结束催生了欧美学界一批“帝国史”研究作品。这些学者将帝国视为古

代至 20 世纪各地区自然形成的对广土众民的统治形态。帝国往往以君主为核心，在领土扩张过程中形成

轮辐状等级制统治和多族群结构。与此相应，帝国一般包含多宗教、多法域的治理传统。a这里定义的帝

国实际上成为 18 世纪以降“国族”（nation-state）的对立范畴。在这些学者看来，国族强调内部的单一均

质，追求实现边界内部人群的同质性，崇尚公民平等的价值观，并谋求各国之间的平等。帝国与国族由此

被视为二元对立的概念，而且自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以降，国际秩序的历史存在一种从帝国向国族演进的

单向线性进程。此外，这一代学者大多将苏东剧变视为欧洲殖民体系崩解的延续，将帝国史作为民族主义

的关联议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 20 世纪中期以降巴尔干、西亚、非洲和东南亚等地区的民族、宗教和

教派冲突归因于民族主义，因此视帝国为国族的历史替代品，期待在帝国的“故事”中寄托文化多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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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2023年第 5期

117

的理念。

作为幅员最为辽阔的政治体之一，俄罗斯无疑是帝国史学者关注的重点。由上述对帝国的界定方式

出发，欧美学界借助新开放的档案文献，关注俄罗斯历史上的边疆、族群、宗教以及与周边政权（尤其

是非西方政权）的互动。a然而，帝国史范式存在将“帝国性”本质化的倾向，即默认存在超越时空的帝

国特性和以维持多元治理架构为目标的统治技艺，将政治体的现代转型简单理解为帝国裂解为复数国族

的进程，忽视被贴上“帝国”标签的各类政治体为适应现代性而进行的改革，以及各类政治体之间以“告

别帝国”为名展开的斗争。b

本文首先梳理俄罗斯帝国边疆形成的历程及近代遭遇的挑战，其次尝试以 19 世纪中后期逐渐成为其

边疆地区的中亚为例，呈现“古今之变”下俄罗斯帝国边疆治理出现的变迁，进而探讨俄帝国史范式存

在的盲点。中国学界关于中国边疆治理的研究作品汗牛充栋 c，这一学术传统可上溯至历代正史的“四夷

志”和民国时期的边政学。相比之下，着眼于其他国家或文明体边疆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而围绕美国历

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 Turner，1861—1932）提出的“边疆假说”的研究占据其中一大部分。d作为世

界上疆域最为广袤的国家，俄罗斯边疆的形成无疑是俄罗斯本国史关注的重要主题。e而在前述俄帝国史

范式之下，近 30 年来欧美学界产出了一批关注俄罗斯边疆的研究著作。f在相关议题上，中国学界前辈

孙成木、刘祖熙先生的《俄国通史简编》部分章节略有涉及 g，但专题研究仍有待深入。h正如马戎先生

所论，近代以来俄罗斯史与中国历史有诸多相似之处，包括两国均涵盖广袤的亚欧大陆腹地，境内地域

和人群差异巨大，都在 19 世纪末面临西欧新兴资本主义列强的冲击，20 世纪初均通过革命和武装斗争建

立社会主义制度。i因此，俄罗斯的边疆治理历史经验对于中国相关学科而言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

a　相关综述参见 David-Fox, M., Holquist, P., & Martin, A.M. (2006). The Imperial Turn.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7(4), 705-712.

b　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参见施越：《俄帝国史与古今之变：以近代俄罗斯与中亚草原关系为中心的考察》，《俄罗斯研究》

2022 年第 3 期。

c　例如，邢广程：《中国边疆学的构建正逢其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 年第 1 期；许建英、刘志佳：《清朝新

疆治理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 年第 3 期；王家斌、荆蕙兰：《回顾与展望：我国边疆治理研究的现状、

热点与趋势——基于 CNKI 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

d　例如，郑凡：《美国“边疆”及其封闭》，《文化纵横》2022 年第 1 期；王邵励：《特纳的历史教学与美国西部史研究》，

《史学史研究》2015 第 2 期；滕海键：《从环境史角度解读特纳的“边疆学说”》，《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5 年第 1 期；周卫平：《特纳的“边疆假说”理论与当代中国边疆研究》，《中国边疆学》2013 年第 1 期。

e　例如，Абашин С.Н., Арапов Д.Ю., Бекмаханова Н.Е. ред.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в соста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пб., 2008; 
Бекмаханова Н.Е.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й Азии к Российской империи в XVIII–XIX вв. Историк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Пб., 2015; Смирнов Ю.Н. Оренбург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комиссия) и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Заволжья к России в 
30-40-е гг. XVIII века. Самара, 1997; Хамутаев В.А.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Бурятии к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право, политика. Улан-
Удэ, 2012.

f　例如，Weeks, T. (1996). Nation and State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Nationalism and Russification on the Western Frontier, 1863-
1914.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Brower D. R. & Lazzerini E. J. (Eds.). (1997). Russia's Orient  Imperial Borderlands 
and Peoples, 1700-1917.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arrett, T. M. (1999). At the Edge of Empire: The Terek 
Cossacks and the North Caucasus Frontier, 1700-1860. Westview Press;  Khodarkovsky, M. (2002) . Russia's Steppe Frontier: 
The Making of a Colonial Empire, 1500-180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reyfogle, N. (2005).  Heretics and 
Colonizers Forging Russia’s Empire in the South Caucasu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ieber, A. J. (2014). The Struggle 
for the Eurasian Borderlan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stashari, F. (2017).  On the Religious Frontier: Tsarist Russia 
and Islam in the Caucasus. I.B. Tauris; Jersild, A. (2002). Orientalism and Empire: North Caucasus Mountain Peoples and the 
Georgian Frontier, 1845-1917. Ithaca: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g　参见孙成木、刘祖熙：《俄国通史简编》（上、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

h　相关研究包括孟君：《19 世纪俄罗斯边疆民族政策镜鉴》，《人民论坛》2016 年第 10 期；孟君：《俄罗斯帝国的边

疆治理——以 20 世纪初俄罗斯帝国波罗的海边区为例》，《学术探索》2015 年第 5 期；孟君：《俄罗斯帝国对芬兰

的政策》，《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6 期。

i　马戎：《中国应加强对苏联解体过程中民族因素的研究》，《思想战线》201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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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全面梳理这一议题的初步尝试。

一、俄罗斯帝国边疆的形成

探讨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首先需要厘清其边疆形成的历史进程。自 18 世纪初彼得一世（1682—
1725 年在位）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之后，俄罗斯帝国作为欧洲列强之一参与了近代欧洲的大多数战争，

其疆界也随着历次战争的结果而变动。笔者认为，19 世纪 30 年代是讨论俄罗斯帝国边疆治理的适当历史

分期节点，理由有二。其一，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版图，19 世纪 30 年代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格局基本

确定。之后的主要变化在中亚、远东和高加索西侧部分地区。俄罗斯帝国的西部和西北部边界大致确定

于 1815 年维也纳会议。西南边界在第八次俄土战争（1828—1829）之后明晰，大致以普鲁特河和多瑙河

为界，此后俄罗斯向巴尔干地区扩张的企图均遭欧洲列强遏制。南高加索西侧边界同样由 1829 年俄土《亚

得里亚堡条约》划定，东侧边界由 1828 年俄波《土库曼恰伊条约》划定。其二，19 世纪 30 年代是观察

俄罗斯帝国边疆治理方式“古今之变”的窗口。19 世纪中后期，在国际竞争压力之下，俄罗斯帝国被迫

参与到工业化、国家治理标准化和大规模社会动员的潮流中。其边疆治理的方式相比 19 世纪 30 年代之

前出现了显著差异。以此为基础，本部分将重点讨论俄罗斯帝国边疆形成的历史分期和主要地域。

1914 年，挪威的极地探险家南森（Fridtjof Nansen）提出，“俄国以平均一天 55 平方英里，也就是

一年超过 2 万平方英里（大约是现今比利时的领土面积）的速度，迅速扩张了超过四个世纪”a。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影响下，上述以生命体比附政权扩张的方式深刻塑造了后人理解俄

国历史的刻板印象。实际上，俄罗斯的扩张及其边疆的形成并不是匀速变化。自 15 世纪莫斯科公国时代

开始，俄罗斯在不同历史时期向不同战略方向扩张。其边疆往往在与周边大型政治体的互动中形成。具

体而言，这一进程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6 世纪至 17 世纪中期）以伏尔加河中下游和乌拉尔山南部为主要扩张区域，以东方和南

方为主要扩张方向。在这一阶段，莫斯科公国利用金帐汗国的衰落，逐步整合其各个后继政权。在 1552
年、1556 年和 1598 年，莫斯科公国相继兼并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并在皮毛贸易

利润的刺激下，向东控制西伯利亚诸水系的关键交通节点。这一时期俄罗斯帝国的主要对手是黑海北岸、

里海北岸和中亚草原地区的各游牧民族政权。

第二阶段（17 世纪中期至 18 世纪 30 年代）以第聂伯河左岸至波罗的海沿岸为主要扩张区域，以西

北和西方为主要扩张方向。这一阶段以俄罗斯、波兰—立陶宛联邦、瑞典王国和奥斯曼围绕波罗的海沿

岸以及第聂伯河流域中游的归属展开的斗争为核心。在彼得一世赢得大北方战争的胜利后（1721），俄

罗斯帝国在波罗的海沿岸立足，并巩固对第聂伯河左岸的控制。

第三阶段（18 世纪 30 年代至 19 世纪 30 年代）继续以西部为主要战略方向。在第四至第八次俄土战

争（1735—1739、1768—1774、1787—1792、1806—1812、1828—1829）和三次瓜分波兰（1772、1793、
1795）之后，俄罗斯帝国西部疆域扩展到库尔兰和维斯瓦河流域、第聂伯河右岸和比萨拉比亚。在南部，

俄国控制原属于奥斯曼的黑海北岸和东岸，并征服了南高加索地区。这一时期，借助相对成熟的火器和

要塞线技术，俄国加强了对乌拉尔山南部至中亚草原的控制，极大遏制了草原地区游牧民对伏尔加河流

域和西伯利亚的军事行动能力。

第四阶段（19 世纪 30 年代至 1914 年）俄罗斯帝国在西部和南部的扩张受到欧洲列强的遏制，因此，

波罗的海沿岸、东欧和高加索地区的边疆格局基本确定。这一时期俄国以中亚和远东为主要扩张方向，

至 19 世纪末形成相对稳定的版图格局。

综上所述，如以 19 世纪 30 年代为时间节点，俄罗斯帝国的边疆大致可根据扩张进程和居住人群的

a　Pagden, A. (2007). Peoples and Empires: A Short History of European Migration, Exploration, and Conquest, from Greece to 
the Present.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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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分为如下四个区域：

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对于俄罗斯帝国而言，该地区是通向西伯利亚的门户，也是 19 世纪中期征服

中亚地区的跳板。波罗的海沿岸：按照居民特征和政治史传统，这一地区一般分为芬兰、利沃尼亚和库

尔兰三个地区。这一地区自 16 世纪开始就处于俄罗斯与瑞典的边疆地带。尼曼河—维斯瓦河—第聂伯河

流域：这一地区处于俄罗斯帝国以西，17 世纪后半期之前主要受波兰—立陶宛公国影响。黑海—高加索

地区：这一地区处于俄罗斯帝国以南，19 世纪初之前主要受奥斯曼土耳其影响。南高加索东侧为波斯诸

王朝属国。

二、俄罗斯帝国边疆治理的王朝传统

在 19 世纪 30 年代以前，尽管各历史阶段的技术、制度和思想存在差异，但整体而言，这一时期俄

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因循王朝传统，即以对沙皇的效忠为纽带，形成不同地域、阶层、宗教、语言和习

俗人群的联合。上述四个边疆区域所居住的人群差异极大，但其各地的贵族大多被整合为以沙皇为首的

利益共同体，且往往保留其并入之前的特权。不同地区的具体政策存在着与周边政权关系以及与本地人

群特征相关的地域性差异。这一时期的边疆治理可分四方面讨论：（1）军事政策，即采取何种手段维系

统治秩序；（2）社会阶层政策，即如何安排边疆地区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格局；（3）宗教政策，即如何

对待边疆地区的宗教组织和宗教传统；（4）经济政策，即是否开发或如何利用边疆地区的经济资源。

在第一阶段（16—17 世纪中期），俄罗斯帝国尽管向东方的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和西北方的波罗的

海沿岸地区均发起战争，但西北方向的边疆扩展规模相对有限。对伏尔加河流域的控制奠定了俄帝国的

文明基础。16 世纪中期伏尔加河中游至卡玛河流域主要分布着喀山鞑靼、楚瓦什、莫尔多瓦（Mordavin）、

切列米什（Cheremis）和沃佳克（Votiak）等人群。他们以农耕、渔猎和养蜂为生计。乌拉尔山南部地区

则分布着兼营农牧的巴什基尔部落。上述人群主要以伊斯兰教和自然崇拜为信仰。16 世纪中期征服喀山、

阿斯特拉罕和西伯利亚汗国后，俄军在伏尔加河水系和乌拉尔河上游的战略要地修建要塞，逐渐深入乌

拉尔山。俄当局设喀山事务衙门，管辖伏尔加河东侧广袤地域的军政和皮毛税征收事务。被征服地区的

贵族被限制拥有武器，且向莫斯科交纳人质，但保留其在各自社区中的特权地位。因喀山鞑靼已形成相

对明确的贵族和平民阶层区分，部分贵族被选入俄罗斯世袭贵族阶层，且承担军事义务。少数富有贵族

皈依了东正教，其姓氏俄罗斯化，逐渐成为莫斯科公国的重要力量。伏尔加河流域的各族平民通过贵族

每年向莫斯科交纳皮毛税（yasak）。16—17 世纪，俄当局对该地区并未开展持续的强制皈依政策。a

进入 18 世纪 ，随着俄国对西伯利亚和草原地区的控制加强，伏尔加河中游地区逐渐从边疆转为内地，

相应受到帝国中央权力更强的辐射：1718—1724 年，伏尔加河诸族的平民逐渐被纳入国家农奴阶层。相

比之下，俄国至 17 世纪下半叶才系统地开始对巴什基尔部落征税和征调兵源。尽管巴什基尔人在 1662—
1664 年、1676—1682 年和 1705—1710 年间频繁起义，反抗俄当局的征税和传教行动。在经济政策方面，

16 世纪中期征服伏尔加河中游后，莫斯科公国向该地区迁入俄罗斯贵族和商人，接管政治经济中心，并

垄断重要的贸易行业。在俄军控制以乌法为中心的战略要地后，伏尔加河中下游的各族则向乌拉尔山南

部迁徙，占据该地区水草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将巴什基尔人的牧地变为耕地。b在 18 世纪后半期，俄当

局鼓励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人向中亚草原地区扩展其商贸和宗教影响力，以加深哈萨克各部对俄罗斯的

依赖。

16 世纪后半期，在征服喀山和西伯利亚汗国后，斯特罗甘诺夫家族与哥萨克合作，依托西伯利亚诸

水系的联通便利，控制了包括秋明（1586）、托博尔斯克（1587）、托木斯克（1604）和雅库茨克（1632）

a　Geraci, R. P. (2001). Window on the East: National and Imperial Identities in late tsarist Rus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15-46.

b　Donnelly, A.S.(1960). The Orenburg Expedition: Russian Colonial Policies on the Southeastern Frontier, 1734-174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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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关键交通节点。西伯利亚地区地广人稀，主要生活着以游牧和渔猎为生产方式的各族群，其社会组织

大多处于部落阶段。这些族群大多信奉俄文文献中被称为“萨满教”的自然崇拜。俄军控制上述战略要

地后，往往避免触动本土族群内部社会结构，确认部落首领的特权，并授予其行政司法职权；作为交换，

俄当局向其征收皮毛税。值得注意的是，俄当局并不从西伯利亚各族的上层中吸纳世袭贵族。至 18世纪初，

俄当局加强了对西伯利亚主要据点的控制，西西伯利亚南部的黑土地带也成为俄罗斯农民迁入开垦的目

的地。当局在该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由此显著提升。

第二阶段（17 世纪中期至 18 世纪 30 年代）尤其是 1654 年佩列亚斯拉夫条约之后，俄罗斯帝国围绕

第聂伯河左岸的归属与波兰—立陶宛公国、奥斯曼土耳其和瑞典反复交战。在俄波战争（1654—1667）
和俄土战争（1676—1681）和第三次北方战争（1700—1721）之后，俄国稳固控制波罗的海沿岸除芬兰

以外的属地，包括英格利亚、利沃尼亚和卡累利阿，也巩固了对斯摩棱斯克和第聂伯河左岸的统治。

1569 年卢布林联合（Union of Lublin）之前，第聂伯河右岸至加利西亚一带（即今乌克兰）主要受波

兰影响，而左岸长期处于立陶宛大公国统治下。卢布林联合后，波兰—立陶宛联邦控制尼曼河—维斯瓦—

第聂伯河流域。即便如此，对其而言，第聂伯河两岸同样是边疆地区：其农民阶层使用东斯拉夫语族语言，

信仰东正教，而上层贵族则被编入施拉赫塔（波兰的贵族阶层），且逐渐皈依天主教。该地区的城镇则

居住着波兰人、德意志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1596 年布列斯特联合（Union of Brest）标志着联合教

会的出现和天主教影响力在东欧地区的扩展。为应对波兰社会、宗教、语言和文化的压力，南迁至第聂

伯河中下游的农民在 16 世纪形成了扎波罗热谢契（Zaparozhian Sich）。而 1648—1649 年赫梅利尼茨基

领导的起义为此后俄罗斯帝国边疆的扩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第三次北方战争之后，彼得一世废黜战争

期间反对俄国的盖特曼马泽帕，并顺势强化对第聂伯河两岸的控制。

第聂伯河上游至维斯瓦河流域（即今白俄罗斯至波兰）同样是波兰贵族和波兰文化影响力较大的地区。

该地区东部的斯摩棱斯克公国最接近莫斯科，在 16—17 世纪被俄罗斯与波兰—立陶宛联邦反复争夺。其

平民大多为白俄罗斯农民，而上层精英主要是波兰人或波兰化的白俄罗斯贵族。第二次北方战争（1654—
1667）之后，安德鲁索沃条约明确斯摩棱斯克从波兰转让给俄罗斯。俄当局将该地区的贵族和城市居民

迁徙到帝国其他地区，特别是东部新建的外卡玛线，以抵御东南部各族群的侵袭。a

自 13 世纪以降，波罗的海地区是德意志条顿骑士团扩张的对象。在 16 世纪中期，该地区被瑞典和

波兰—立陶宛联邦瓜分，而俄罗斯帝国是这一地区的后来者。该地区的社会阶层和族裔结构较为复杂。

其贵族主要由德意志人和瑞典人组成，而农民则大多为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贵族拥有大部分土地，

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则被束缚于庄园。该地区是整个波罗的海贸易圈的一部分，城镇人口多为德意志人，

新教路德宗在宗教领域占主导地位，也有着较为发达的文教体系。1632 年成立的多尔帕特大学是该地区

的第一所大学；同一时期，各主要城镇已设立小学和中学。俄罗斯在利沃尼亚战争（1558—1583）、俄

瑞战争（1590—1595）和第二次北方战争（1654—1667）期间均曾短时间占领该地区，但始终难以稳固

控制。1710 年波尔塔瓦战役胜利后，彼得一世终于入主该地。1721 年俄瑞《尼斯塔德条约》正式规定俄

罗斯与该地区的法律关系。俄当局设立总督，其人选从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中选拔，但总督并不干预该

地区各阶层自治。在俄支持下，德意志贵族获得此前瑞典国王在该地区的领地，继续组织地方议会，并

继续保留对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农民的特权。路德宗继续保持在该地区信仰领域的主导地位，德语继续

作为行政和司法语言。部分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被吸纳入俄国世袭贵族行列，成为帝国军政领域重要力量。

第三阶段（18 世纪 30 年代至 19 世纪 30 年代）包含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1762—1796）的扩张和拿

破仑战争之后俄国对重构欧洲政治秩序的参与。这一时期，俄罗斯帝国从波兰和奥斯曼获得东欧、黑海

北岸和高加索的大量土地。尼曼河至维斯瓦河流域一带为波兰—立陶宛联邦故土。该政权一度控制北临

波罗的海、南抵黑海的广袤地域。与其他东欧地区的大型政权类似，17 世纪中期其人口的族裔构成复杂：

a　Kappeler, A. (2001). 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N.Y.: Routledge,  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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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占总人口约 40%，操东斯拉夫语族语言的各人群同样约占该国总人口的 40%。波罗

的海沿岸尚居住着德意志人和拉脱维亚人。此外，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也占城镇人口的一定比例。

在语言层面，18 世纪波兰语逐渐成为整个地区的行政语言。这一现象的社会基础是规模庞大的波兰贵族

人口：波兰贵族占波兰—立陶宛联邦人口的 7% 以上，占操波兰语人口的 20% 左右。这一群体内部的社

会经济状况分化严重，40% 的贵族只拥有小块庄园，超过 40% 的贵族甚至没有自己的土地。a叶卡捷琳

娜二世时期三次瓜分波兰后，俄罗斯帝国获得超过 45 万平方公里领土和超过 700 万人口，维斯瓦河流域

成为俄罗斯帝国的西部边疆。在以王朝原则统合边疆的时代，这一复杂的人口结构尚不构成对帝国稳定

的挑战。

在 19 世纪 30 年代之前，俄当局对尼曼河—维斯瓦河地区的政策存在内外之分。整体而言，相较于

17 世纪的边疆政策，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拓展边疆的同时推动旧边疆的“内地化”。对于尼曼河—维斯瓦

河地区而言，效忠沙皇的波兰贵族被选为帝国的世袭贵族，其土地所有权和对农奴的特权得到俄当局的

确认。波兰故地西部大部分行政职位仍由波兰贵族担任，波兰语继续作为行政和司法语言。亚历山大一

世颁布的 1815 年波兰王国宪法再次确认了上述领域的特权，且允许建立波兰人担任公职的自治政府和军

队，仅通过沙皇担任波兰国王这一条款将这一地区与俄罗斯联系在一起。但在白俄罗斯人聚居的波兰故

地东部，俄当局在 1778 年就将俄语作为行政和司法语言，并派俄罗斯官员任职。即便如此，地方基层的

统治仍依赖波兰裔贵族的合作。在宗教政策方面，天主教在西部的波兰地区长期维持影响力。但东部和

南部的联合教会则成为俄罗斯正教会整合的对象。

作为拿破仑战争的另一个领土变更结果，西北部的芬兰在 1809 年正式并入俄帝国版图。芬兰长期以

来属瑞典王国人口稀少的边疆省份。有别于其南侧的利沃尼亚，芬兰的贵族和城市居民操瑞典语，而农

民使用芬兰语。该地区的行政语言同样是瑞典语，上层文化为瑞典所垄断。该地区的贵族和农民均信奉

路德宗，且路德宗教会早在 17 世纪中期就在该地区发展出较为发达的文教体系。早在 18 世纪末，在德

意志浪漫主义的影响下，芬兰学界出现对芬兰语和民间传说的兴趣。第三次北方战争后，尽管瑞典继续

控制芬兰，但瑞典国王与芬兰本土精英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部分芬兰贵族在18世纪末寻求摆脱瑞典统治，

而在俄罗斯帝国下获得更大程度的自治。1809 年，亚历山大一世召开芬兰大公国议会，承诺保障该地区

的宗教、法律传统和贵族特权，且允许芬兰保留小规模军队。在经济领域，芬兰大公国至 1917 年二月革

命之前都维持着独立的关税、银行和铸币体系。

在第三阶段，俄罗斯帝国同样极大扩展了其南部边疆，获得了黑海—高加索地区的广袤疆土。黑海—

高加索地区具体可分为黑海北岸原克里米亚汗国属地、西侧的比萨拉比亚和东侧的高加索地区。俄国在

第四次俄土战争（1735—1739）后通过尼什条约获得在亚速建立港口的权利；在第五次俄土战争（1768—
1774）后通过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实际控制克里米亚半岛；在第六次俄土战争（1787—1792）后通过雅西条约，

获得西部的南布格河至德涅斯特河、东部的库班河以北疆土；在第七次俄土战争（1806—1812）后通过

布加勒斯特条约，获得西部的德涅斯特河至普鲁特河的比萨拉比亚地区、东部的格鲁吉亚地区；在第八

次俄土战争（1828—1829）后通过亚得里亚堡条约获得多瑙河河口和高加索西侧的伊梅列季、萨梅格列

罗和古利亚等地（今格鲁吉亚部分地区）。同一时期，俄罗斯通过两次俄波战争（1804—1813，1826—
1828）将高加索地区的边界南移至阿拉斯河。此后，除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黑

海东岸俄土边界经历变动以外，俄罗斯帝国在高加索地区的边界基本稳定。

黑海北岸至第聂伯河中游一带以草原地貌为主。15 世纪以降，黑海北岸草原带主要被克里米亚汗国

所控制。克里米亚汗国同样是金帐汗国分裂后形成的地方政权，以克里米亚半岛的巴赫奇萨莱为政治中心。

18 世纪后半期，俄罗斯在逐渐压制奥斯曼和克里米亚汗国之后，以土地、资金和贷款吸引来自德意志、

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数以万计的农民来到草原地区垦殖实边。19 世纪上半叶，黑海北岸的大

a　Kappeler, A. (2001). 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pp.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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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农垦移民团体享受俄当局许诺的社区自治。他们保有内部的宗教信仰和法律传统，享受税收优惠且

豁免兵役。他们的经济条件往往优于同时期的俄罗斯农奴。

在黑海东侧，南高加索地区则分布着一系列规模较小的地方政权，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各地方汗国、

格鲁吉亚诸邦和信奉亚美尼亚正教的社区。该地区西侧自 16 世纪以来处于奥斯曼土耳其控制下，而阿拉

斯河以北则属于波斯诸王朝。高加索山区破碎的地形为各类人群躲避周边战乱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因

此该地区有着高度多样的族裔构成。就主要族裔而言，格鲁吉亚人有着相对森严的贵族和农奴等级区分，

信奉东正教，但属于独立的格鲁吉亚正教会。亚美尼亚人则主要分布在城镇地区，从事手工业和商业，

发挥跨地域商贸离散群体的经济功能。其余族裔大多信仰伊斯兰教，但受阿拉伯—波斯文化影响的程度

不尽相同。

俄罗斯帝国在 18 世纪 20 年代和 70 年代曾出兵占领高加索部分地区，但并未实现长期控制。与在西

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控制方式类似，俄军自 18 世纪 30 年代开始沿捷列克河和库班河流域修筑要塞线。

1801 年，俄国兼并高加索山区中部的卡特利—卡赫季王国，并以此为基础向东西两侧扩展，在 19 世纪

30 年代基本确立其高加索边疆的范围。不同于其他边疆地区，俄罗斯帝国在征服此地区过程中遭遇相对

持久的反抗，故自 19 世纪中期就逐渐在该地区引入行省制度。在社会阶层政策方面，格鲁吉亚贵族在

1827 年就获得了与俄罗斯贵族相同的地位。亚美尼亚和穆斯林贵族被授予免税地位，其世袭土地所有权

得到承认，但并没有被吸纳入帝国贵族行列。上述人群的贵族阶层在不同程度上被吸纳入俄罗斯的边疆

军政机构。在经济领域，亚美尼亚商人的特权得到了俄当局的认可。这一政策吸引了奥斯曼土耳其安纳

托利亚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大量迁入俄国境内。在宗教政策方面，俄当局对三类人群的教士阶层采取了略

有差异的政策：格鲁吉亚正教会早在 1811 年就被纳入俄罗斯正教会，亚美尼亚教会的独立地位则在 1836
年得到确认，而穆斯林教权阶层的土地所有权和社会地位则被默许继续保留。三类人群的教士均继续在

原社区的基层治理和文教领域中发挥作用。

黑海西侧的比萨拉比亚地区自 14 世纪中期以降属于摩尔达维亚公国。15 世纪末，奥斯曼土耳其征服

该地，将比萨拉比亚东南部的沿海地区并入本土，而北部内陆地区保留于摩尔达维亚。该地区的贵族和

民众主要使用罗马尼亚语，信仰东正教。城镇地区居住着为数较少的犹太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自

1711 年普鲁特河战役以降，俄军在之后的一个世纪中五次占领该地区。出于反对奥斯曼统治的共同目的，

俄军得到当地东正教会和部分罗马尼亚贵族的支持。1812 年正式兼并后，俄当局确认该地区贵族的政治

经济权利，保留并入之前的行政、司法和税收制度。部分贵族被吸纳为帝国世袭贵族。在宗教政策领域，

当地的东正教会由俄罗斯正教会重组。在社会经济政策方面，俄当局尽管保留了使用罗马尼亚语贵族的

统治地位，但在濒临黑海的南比萨拉比亚招揽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移民开垦实边。来自奥斯曼土耳其的

数万名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加告兹农民来到这一地区定居。

综上所述，至 19 世纪 30 年代，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在 18 世纪 30 年代以前，

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和边疆治理整体上延续欧洲中世纪的王朝原则。 并入俄帝国的东欧地区普遍存在贵族、

教士、市民和农民的四阶层社会体系，而东部和南部地区普遍为金帐汗国后继政权，存在贵族和平民的

阶层区隔。这样的社会结构便于俄帝国在扩张之后以王朝原则推动整合。俄当局往往通过修筑要塞和收

纳人质等方式实现政治控制，新边疆地区保持其征服前的行政、司法和宗教传统。部分本土贵族被吸纳

入帝国世袭贵族行列，且继续保留在边疆社会中的传统特权，成为帝国统治的代理人；其平民往往在税

赋和兵役方面获得优于俄罗斯农奴的待遇。与此同时，俄罗斯正教会在部分地区也承担了统合职能。例如，

在 1719 年，俄罗斯帝国约 87% 人口信仰东正教。这一指标至 1815 年仍维持在约 75%。a除东正教传统

较为深厚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等族裔以外，俄罗斯帝国西北边疆

的卡累利阿人、英格利亚人、维普斯人（Veps）、济良人（Zyrian），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楚瓦什人、

a　Kappeler, A. (2001). 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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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多瓦人、切列米什人、沃佳克人和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均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东正教。

第二，上述政策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俄当局完全不触动边疆原有的政治格局。出于控制特定战略资源

或战略通道的目的，俄当局在不同时期通过征调移民强化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例如，第聂伯河左岸在大

北方战争之后成为俄当局整合的重点对象。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在波兰和奥斯曼均受压制的背景下，

俄当局于 18 世纪 60—70 年代逐渐废除扎波罗热谢契原有的行政建制，将其改造为行省。该地区的部分

哥萨克上层被纳入俄国贵族；哥萨克平民被纳入国家农民范畴，而依附于贵族的农民则被降格为农奴；

神职人员被纳入俄罗斯正教会。在第聂伯河右岸地区，联合教会的信徒被强行整合入俄罗斯正教会。

第三，俄罗斯帝国的边疆版图形成时间相对较短，尽管存在以帝国世袭贵族制度和东正教会为代表

的整合机制，但没有足够的时间形成相互交融的文化共同体。俄罗斯帝国在东欧地区的扩张一定程度上

得益于各个时期欧洲列强的竞争态势。纳入帝国版图的新边疆地区往往存在信仰东正教或不满于原先宗

主的本地贵族势力，因此俄国能相对容易寻找到代理人。这些群体至少包括不满瑞典国王的波罗的海德

意志人、反抗波兰贵族和天主教教士的东斯拉夫语贵族和哥萨克、反对奥斯曼统治的罗马尼亚语贵族和

东正教会等等。在短短三百余年中，俄帝国以王朝原则形成覆盖广袤领土的政治联盟，部分政治精英共

享 18 世纪以降欧洲启蒙思想带来的中心观念。

第四，以王朝原则结成政治共同体并不等于不存在对征服扩张的反抗。在高加索地区，除了文学作

品中反映较多的高加索战争以外，格鲁吉亚贵族和农民在 1812 年、1819—1820 年、1832 年和 1841 年发

起过多次起义。在中亚草原，游牧贵族和部分哈萨克部落在 19 世纪 30—40 年代开展了旷日持久的对俄

斗争。

三、俄罗斯帝国边疆治理的“古今之变”：以中亚地区为例

传统的帝国理论将 19—20 世纪描绘为各帝国在发源于法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冲击下裂解为诸多民族国

家的进程。在民族主义理论家的视角下，“帝国”等同于形形色色的“非民族国家”政体。他们既可以

是单一君主的专制统治，也可以指代贵族对平民的压迫，还可以指称主体族群对边疆人口的剥削。而民

族国家则被视为个体身份平等的实现和由平等公民个体组成的民族的解放。实际的历史进程比上述叙事

要更为复杂。1815 年维也纳会议之后，从欧洲列强内部来看，西欧诸国经历的是民族国家建设与帝国扩

张齐头并进的过程，而且帝国扩张实际上为民族国家建设提供了外部资源；以英法为代表的国族—帝国

复合体在“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之下展现出强大的军事、经济和观念力量。a在帝国竞争刺激下，

以俄国、奥地利和奥斯曼为代表的欧洲边缘地带政治体被迫回应工业化和国族化的双重挑战。工业化意

味着此前以农业和跨地区商贸为基础的经济体系须在欧洲资本的支持下转向大工业生产。这将直接冲击

王朝原则的经济基础——庄园经济和农奴对贵族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国族化意味着君主专制和王朝贵

族统治的正当性遭到否定，以族裔特征为基础的广泛政治参与成为新的共同体合法性来源。俄罗斯帝国

边疆治理的“古今之变”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展开。

19 世纪 30 年代之后（即前述第四阶段），在维也纳体系下，俄罗斯帝国西向扩张的空间为其他欧洲

列强所限。中亚b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成为俄帝国的南部边疆。俄国向中亚的扩张以此前的边疆伏尔加—

乌拉尔地区为基础。19 世纪 20—60 年代，俄当局以草原西路的奥伦堡和东路的鄂木斯克为前线基地，通

过拉拢哈萨克氏族部落，依托要塞线逐渐深入中亚草原腹地。至 19 世纪 60 年代初，俄军在锡尔河下游

和楚河谷地立足，并在 1865 年攻克塔什干之后将草原东西两路的要塞线合并。此后，经历 1866—1868
年布哈拉战役、1872—1873 年希瓦战役、1875—1876 年镇压浩罕大起义和 1879—1885 年外里海战役，

a　约翰 • 达尔文：《帖木儿之后：1405 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黄中宪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 年，第 159—217 页。

b　本文所述“中亚”地区指的是以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领土构

成的地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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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相继击败中亚各主要地方政权，基本控制中亚地区，并以条约形式将布哈拉和希瓦变为受保护国。a

在扩张过程中，俄当局于 1867 年和 1868 年相继颁布《七河省与锡尔河省管理条例》和《草原地区临时

管理条例》，将新边疆纳入总督区、省、县三级管理体制，划定各行政单元之间的边界，并建立由本地

精英充任的乡村两级基层政权。b

与 19 世纪 30 年代之前相似的是，在征服之初，俄当局以修筑要塞、吸纳地方贵族、建立行政体制

等手段确立在中亚地区的秩序。但中亚在第四阶段成为俄帝国的边疆地区，意味着俄当局在该地区的边

疆治理自始直接面临工业化和国族化带来的诸多挑战。以下主要从全球市场的扩张和文教整合的强化两

方面探讨这一时期出现的变迁。

（一）全球市场的扩张

俄国在中亚地区扩张的同时，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的一系列新技术正改变着全球的经济版图。19 世

纪 70 年代，电报线已经随俄军的征战扩展至中亚南部各城。中亚各地的物产信息由俄当局新设立的统计

机构系统汇编，以招徕欧俄地区的商业投资。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俄当局在中亚地区先后修筑中亚铁路

（里海东岸至塔什干和费尔干纳盆地）和奥伦堡—塔什干铁路。中亚铁路全长 2510 公里，1899 年通达费

尔干纳谷地东侧的安集延。奥伦堡—塔什干铁路全长 2215 公里，1905 年完工，1906 年 1 月通车。由此，

中亚主要的人口聚居区与欧俄乃至全球市场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述铁路网形成后，从撒马尔罕运

输棉花到莫斯科至多需要 20 日，运费仅为每普特 1.5 卢布。c

交通和通信条件的飞跃促成中亚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剧变。在北部草原地区，中亚铁路与西伯利亚

大铁路相配合，促使 19 世纪末至 1916 年超过 100 万欧俄移民涌入草原诸省。与此同时，欧洲资本与俄

国资本相结合进入草原诸省开发煤炭、石油和有色金属。人口和资本的大规模流入重塑了草原地区的族

裔结构、生产方式、产业格局和社会关系。在生产市场化的背景下，草原地区游牧民的季节性游牧范围

显著缩小，转为定居和半定居的生活方式，兼营农耕与畜牧；畜产构成中牛的比重逐渐上升，以满足欧

俄市场对奶制品的需求。草原东路北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成为俄帝国谷物生产基地之一。与此相应，

与谷物和畜产相关的磨粉、酿酒、皮毛肉奶加工等工坊相继设立。在南部绿洲地区，以铁路运输为基础，

美国棉种的引入、棉花进口关税和棉花收购价格的提升、税收减免政策的落实和定金制的推广共同促成

该地区在二十余年时间里形成棉花单一种植的格局。d最后，在社会关系方面，游牧社会内部阶层出现显

著变动，以血缘为基础的传统权威逐渐瓦解，而依附于俄当局的群体则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在此过程中，

南部农耕社会和天山腹地游牧部落所受的冲击相对较小。

在上述背景下，19 世纪之前边疆地区以农业、手工业或畜牧业为基础的社会阶层格局遭到冲击，

而特定族裔的跨区域流动也使得利益格局趋于复杂。中亚地区第一座山道年（Santonin）化工厂的案例

有助于呈现 19 世纪末全球市场对本地社区的渗透。塔什干以北的锡尔河中游地区盛产蛔蒿（Artemisia 
cina）。蛔蒿花叶中可提取化学物质山道年，用于制作驱肠虫剂，对驱蛔虫有特效。19 世纪 30 年代，欧

洲工业界发明了从蛔蒿提取山道年的工艺。此后，来自中亚的蛔蒿出现在欧洲市场上。它们往往由鞑靼

商人转运，在俄罗斯的下诺夫哥罗德集市被贩售给德意志采购商。当时，活动于锡尔河中游的哈萨克中

玉兹和大玉兹氏族往往以蛔蒿秸秆和根作为燃料，抑或将其焚烧以修复牧场。铁路和电报进入中亚地区后，

19 世纪 80 年代初，一些商人向俄当局提议在蛔蒿产地附近设厂制药。在数年间的政商互动之下，三家化

工厂最终垄断锡尔河中游的蛔蒿产地，其中记载最为丰富的是位于奇姆肯特的“伊万诺夫和萨文科夫”

a　关于沙俄征服中亚地区的过程，参见王治来：《中亚通史 • 近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191—412 页。

b　施越：《1868 年〈草原地区临时管理条例〉与沙俄对哈萨克草原的统治政策》，《西域研究》2023 年第 1 期。

c　张保国：《苏联对中亚及哈萨克斯坦的开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23 页。

d　Penati, B. (2013). The Cotton Boom and the Land Tax in Russian Turkestan (1880s-1915).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14(4),74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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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厂。创始人之一尼古拉 • 伊万诺夫（Nikolai N. Ivanov）通过为征服中亚南部战役的俄军提供后勤物

资而发家，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拥有若干家酿酒厂、一家玻璃工坊和一家银行，并承包了塔什干至若干

临近市镇的邮政公路运营权。这家工厂聘请了来自德国的化学家和工程师，采购来自德国的化工设备，

并获得德国医药资本的支持。在供应链的上游，实际采收蛔蒿的人力由在邻近地区的哈萨克游牧民提供，

但蛔蒿的采购、运输和采收网络的维护则由长期与伊万诺夫合作的鞑靼中间商完成。这些中间商不仅提

供运输所需的驼队，而且通过布匹和现金向采收的游牧民赊购，以支持季节性采收事业的持续。同时，

俄帝国的边疆当局则通过提供安保和基层沟通便利，获得税收、创造就业并避免相关产业为其他外资直

接控制。a

上述归纳可能会为读者留下曾存在静态而稳定的产业链的刻板印象。然而，从 19 世纪 80 年代至一

战期间，上述各商业环节均存在复杂的动态博弈甚至冲突。首先，在企业间关系层面，伊万诺夫自申请

设立企业之际便要求当局授予其垄断的专营地位，其理由是避免外资挤压民族资本。实际上，该厂最初

的竞争对手企业恰恰是由从该厂出走的德国化学家和工程师成立。其次，在企业与社区关系层面，化工

厂长期与根植于本地商贸网络的鞑靼中间商反复博弈；也尝试通过游说政府部门压低支付给哈萨克采收

者的费用，以逃避对游牧社群的社会责任。最后，在政企关系层面，俄当局固然期待化工厂能充分利用

被“浪费”的本土资源增加税收和就业，但同时也不想看到企业过度压榨本土人群而引发冲突，或竭泽

而渔导致资源枯竭。山道年化工厂的案例充分体现出，19 世纪后半期全球市场扩张带来的挑战已经渗透

到俄帝国的边疆基层，而王朝原则下不触动本地社会结构的传统显然难以应对工业化大生产对社会关系

的冲击。

（二）文教整合的强化

工业化和全球市场的扩张对俄帝国的边疆治理而言并非单向度的消极因素。交通和通信技术的飞跃

同样有助于提升国家能力，尤其是推动官方意识形态在边缘地区的传播。因此，在见证全球市场扩张的

同时，俄当局也在中亚地区推广基层学校教育，以俄语为抓手推动边疆地区的整合。在 19 世纪中期以前，

俄当局尝试过在中亚边疆地区开办面向本土族裔子弟的学校，此类学校仍以欧俄地区的精英教育为样板。

1813 年创办的鄂木斯克哥萨克军团学堂和 1825 年创办的奥伦堡武备学堂为其中典范。此类学校主要面向

要塞线上服役的军官子弟，兼收邻近地区哈萨克贵族子弟，教授俄语、法语、德语、东正教教义、算术、

地理、军事工程以及阿拉伯语、波斯语、伊斯兰教教义等多种课程。

19 世纪中后期，随着边疆地区交通、通信和出版技术的革新，面向边疆本土族裔子弟的平民教育逐

渐出现。此类学校的雏形是近代哈萨克教育家阿勒腾萨林（Ibrai Altynsarin，1841—1889 年）在图尔盖省

创办的二级制俄哈合校体系。阿勒腾萨林去世后，图尔盖省当局继续推广其创立的模式，在省内牧区推

行“阿吾勒学校”。阿吾勒学校一般仅有一位教师，随同牧团进行季节性转场，在牧团较为集中的冬牧

场教授牧民子弟俄语读写和算术两个科目。1901 年，俄国民教育部专门出台规制阿吾勒学校的管理条例。

由此，草原诸省均设立阿吾勒学校。根据 1905 年各省统计，图尔盖省的阿吾勒学校数量高达 94 所，在

读学童人数达到 1672 人；而阿克莫林斯克省、塞米巴拉金斯克省和七河省共计存在 54 所阿吾勒学校。

至 1913 年，阿克莫林斯克的阿吾勒学校上升至 66 所，在读的哈萨克学童超过 3000 人。b

19 世纪末，中亚南部各省同样加大投入，推广成本相对较低的基层俄语学校。七河省卡拉库努兹

（Karakunuz）俄语学校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卡拉库努兹村位于楚河北岸，距托克马克城仅 9 公里，距县

城皮什佩克（即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约 80 公里。与当局对此类学校的扶持政策相一致，该校

的校舍和运营经费由村民自筹，当局协调师资，并酌情给予拨款补助。该校仅由一名教师负责所有事务，

a　Penati, B. (2023). Wormwood, nomads’ rights, and capitalism: The birth of a chemical industry in Russian Turkestan (1870s–
1914). Modern Asian Studies, 57(4), 1135-1197. 

b　Обзор Акмоли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за 1913 год. Омск,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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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俄语和算术课程。该校的教师更替频繁，一般一位教师的任职时间很难超过 3 年。任职时间相对短

主要是因为在农村开办俄语学校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首先，农业生产方式下，本地农民家长大多无法认

识到子弟就学的潜在经济收益。他们往往视上学为政府摊派的劳役，占用了子弟务农或经商的时间，变

相减少了家庭收入。其次，俄语学校在中亚本地社会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文化差异。而农村社会中掌握

文化权力的毛拉和长老往往视俄语学校为竞争对手，因此存在以村社和家庭节庆活动来限制子弟上学、

削弱学校影响力的案例。

即便如此，俄当局在选派师资方面用力甚多。以卡拉库努兹村俄语学校为例，第五任教师齐布兹金

（Vasilii Tsybuzgin）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毕业生，此前曾任七河省列普辛斯克县法院的法官助理，

掌握所在地区的本土语言。a齐布兹金留下了关于该校运营的翔实记载。在开始教学之初，他想通过严厉

的行为规范约束学生纪律。他对出勤的要求异常严格，不仅要求学生每天准时到校上课，而且完全没有

制定休息日。不光周五聚礼日不在放假考虑之内，连东正教的周日休息日也不能豁免。每日上课时间为

上午九点至下午二点，有时至下午三点。这样规定的原因是学校的学期制度须与农村生活的节奏磨合：

学校的学年开始于 10 月初，而到 10 月底，村子便进入各类节庆时段，学生因参加节庆活动而无法正常

上课，又因连续缺课而难以跟上教学进度，实际上导致教学工作难以开展。根据齐氏的记载，一学年中

最终登记在册的 35 个学生中，仅有 7 人能按要求到校上课。b

尽管整体环境对俄语学校的生存不利，大部分学童无视学业，但依然有少数勤奋刻苦的学生。齐布

兹金细致地记录了他在任期间 35 名登记在册学童的课业、行为表现和家庭背景。他提到，来该学校上学

的学生都是贫穷家庭子弟。村中的少数富裕农民会把孩子送到县城或更好的俄罗斯学校，因为他们将教

育视为长期投资。班上成绩最好学童的父亲是村中极少数诚心希望孩子接受俄语教育的家长，因此该生 8
个月未逃过一次课。成绩排名第二学童的哥哥也曾就读于俄语学校，当时已担任所在乡的书吏。c至一战

前夕，中亚各省已建立相对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尽管能顺利完成初级学业的本土学童人数较少，但这

一举措为俄帝国的边疆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设施，俄语成为现代条件下俄国边疆治理的重要抓手。

四、余　论

如上所述，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可大致以 19 世纪 30 年代为界，区分为主要依循王朝原则的前一

阶段和应对现代挑战的后一阶段。帝国史范式所强调“从帝国到国族”的单向线性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迎

合了冷战后某些学者对民族国家体系寄托的美好期许，但回归历史现场，这一叙事实则存在一系列缺陷。

首先，这一范式隐含一国内部的观察视角，往往强调某一政治体内部边疆地区精英在“民族主义”思潮

影响下与中心的对抗关系，而忽视实际历史情境中激烈的帝国间博弈。部分帝国已裂解为若干国族，恰

恰是帝国间博弈的结果。d前文充分展示，无论是俄罗斯帝国边疆的形成，还是 19 世纪后半期全球市场

的扩张，帝国间的竞争始终存在，且构成边疆扩张和治理的重要约束条件。即便在看似远离国际政治的

中亚腹地，化工厂的建设与运营同样涉及与德国的产业竞争、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和对边疆人群民心的争夺。

其次，过度强调“从帝国到国族”的单向线性进程可能使研究者忽略特定政治体为应对“古今之变”

而作出的诸多努力，进而将现代转型片面理解为一种模仿西欧列强并获得其承认的过程。19 世纪 30 年代

之前的俄罗斯帝国整体上依循王朝原则治理边疆，但逐渐转为“内地”的区域则并不排斥多管齐下的整

合措施。19 世纪中后期，在帝国竞争和全球市场扩张带来挑战面前，俄当局同样并未抱守王朝原则，而

是通过有限的改革维持与列强博弈下的生存。前文提到，在 20 世纪初的中亚，俄当局在技术条件飞跃的

前提下推动俄语学校网络的扩张，试图以共同的语言为基础塑造共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但技术和语言

a　ЦГА РК. Ф. 44. Оп. 1. Д. 21398. Л. 119.
b　ЦГА РК. Ф. 44. Оп. 1. Д. 21398. Л. 174-175, 186.
c　ЦГА РК. Ф. 44. Оп. 1. Д. 21398. Л. 188.
d　赵鼎新：《帝国政治和主导性意识形态：民族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未来》，《二十一世纪》2021 年 12 月号，第 3—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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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设施同样便利了整个亚欧大陆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以及宗教革新主义等思潮的传播。

1905—1917 年，俄国的历次革命见证了上述思潮拥护者之间的斗争。与此相应，俄帝国的边疆治理在这

一时期往往需要面对族裔、宗教、阶级三者交织的复杂矛盾，而并不存在可供参照和效仿的“治理模板”。

最终，俄罗斯帝国的诸多矛盾以革命、内战和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方式得到转化。在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下，

“边疆”的内涵不再局限于地理上与政治经济中心的距离，边疆治理也面临在传统的地缘政治博弈和央

地关系之上的市场化财富分配问题。正如帝国史书写不应预设线性历史进程，全球化时代的边疆治理同

样须在总结古今中外实践的基础上自主探索道路。

Frontier Governance of the Russian Empire: A Case Study of Central Asia

SHI Yue
(Research Center for Eastern Literatur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100871)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frontiers of the Russian Empir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The Volga-

Ural region and Siberia, the Baltic Sea coast, the Neman-Vistula-Dnieper region, the Black Sea-Caucasus region 
and Central Asia gradually became its frontiers at different stages. Roughly bounded by the 1830s, the frontier 
governance of the Russian Empire mainly followed dynastic traditions, that is, to form a union of people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estates, religions, languages, and customs based on their allegiance to the Tsar. After the 1830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undations on which dynastic traditions rested were strongly undermined b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Taking Central Asia, which became Russian borderlan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19th century, as an example, Russia’s frontier governance did not only encounter new challenges 
from the expansion of the global market, but was also equipped with new techniques.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paradigm of imperial history emphasizes the one-way linear historical process of “from empire to nation”. 
Therefore, the frontier governance of the Russian Empire can serve as a case to reflect upon the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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